
论象征: 理据性与任意性在传播中的复合

14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 年第 4 期

论象征: 理据性与任意性在传播中的复合

———从一篇学术论文的术语辨析说起

胡易容

内容提要 “象征”是传播符号学研究中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西方符号学理论中
“symbol”的多义性使用，造成中文术语翻译混乱，引起了很多误读，反映出学界对传
播符号理论范式理解上的误区。通过辨析象征中的 “自然联系” ( 理据性) 与 “任意
性”复合符号关系，可以厘清索绪尔与皮尔斯符号学在范畴、体系及适用性方面的差
异; 皮尔斯体系在符号范畴上更接近索绪尔曾经构想但并未完成的 “整体符号学”。

关键词 象征 理据性 传播符号学 费迪南德·索绪尔 查尔斯·S. 皮尔斯

“符号”与 “象征”是文化传播研究的高频术语。两者在汉语中的词义区别很
大，而在英语中，各家学说对 “symbol”的使用并不统一，导致汉语学术界在译介
该词时产生了诸多混乱。常见的是将皮尔斯符号分类中的 “symbol”误译为 “象
征”。如，费斯克的 《传播研究导论: 过程与符号》 (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中有一段对索绪尔的评价，中文翻译是 “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只关心
‘象征’符号”。［1］众所周知，索绪尔在 《语言符号学教程》中明确反对将 “象征”
( symbol) 纳入他的语言符号范畴。［2］核对原文可知，费斯克是在皮尔斯符号分类语
境下使用 symbol这一术语的，是想表达 “索绪尔作为语言学家，他只关心 ( 皮尔斯
所说的) 规约符号 ( symbol) ”。( Saussure was not concerned with indexes. Indeed，as a
linguist，he was really concerned only with symbols，for words are symbols。［3］)
可见，单从字面理解无法确定 symbol 的翻译标准。国内不少学者尝试根据二者

的理论背景区分 “symbol”的译法。如，胡传胜将 “符号”视为 “把握特定的社会
约定”，而将 “象征”视为昭示个体存在———如象征主义和精神分析。［4］另一位学者
谢冬冰对卡西尔主要著作中 “符号与象征”的使用作了区分，他认为卡西尔的著作
Symbolic form Philosophy应译为 《符号形式的哲学》。［5］谢的界说主要针对的是卡西尔
体系，对其他学者所用术语翻译的一般原则并未论及。
在现代传播符号学中，“象征”是不可绕过的重要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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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和皮尔斯两大符号理论体系。可以说，厘清索绪尔体系和皮尔斯体系中
symbol的使用，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赵毅衡对 “symbol”的使用情况作了总体性
分析，并指出 “象征”的核心要点是 “意义累积”和 “二度修辞”。［6］此论准确且能
够作为传播符号学术语使用的一般原则。不过，上述结论在传播学界并未得到足够
的理解。《自然与习俗: 试论 “符号”与 “象征”的概念渊源与翻译原则》［7］ ( 以下
简称 《自然》) 一文从传播学角度对 “symbol”的释义和翻译标准作了梳理。遗憾的
是，该文的梳理反而导致对 “symbol”的解释陷入新的误区。这个误区也体现出国
内传播学界对符号理论范式转进的把握不足。我们有必要从术语入手来做一些澄清
工作。归纳而言，《自然》一文存在的问题如下:
第一，术语解释以偏概全。《自然》一文孤立地从字面入手，通过部分用法以偏

概全地归纳皮尔斯与索绪尔的术语使用差异 ( symbol、sign) 。
第二，术语范畴的逻辑层次错位。该文将索绪尔讨论 “语言符号” ( language

sign) 的范畴套用于皮尔斯系统的一般符号之上，不恰当地将 “象征”化约成单一
的符号类型与 “符号”进行比较，并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置于 “任意性”与
“自然联系”两极。
第三，翻译标准混淆。《自然》一文将 “自然联系”之有无作为首要判定标准，

并归纳出了另外两种与此有矛盾的标准，以至于得出了有违一般语义常识的错误结

论 ( 如该文否定 “鸽子是和平的象征”) 。
这些误读反映出当前我国传播符号学范式转进这一重要问题，值得仔细辨析。

由此，本文主旨有两个:

一是，厘清 “符号”“象征”以及它们与 “自然联系” ( 理据性) 的确切关系;
二是，在比较中阐明以皮尔斯为典范的符号学模式对当代传播学的价值与适用性。

一、索绪尔体系与皮尔斯体系中的 “符号”与 “象征”

( 一) “符号”与 “象征”的基本词义
在汉语中，“符号”与 “象征”二词各自含义清楚。“符号”是普遍概念，汉语

词典对其日常释义为 “用于区分某种特征的标识”，［8］而将 “象征”解释为 “对抽象
观念、情感与看不见的事物等……的表达方式”。［9］也即，象征是从具体事物到抽象
意义的升华，而符号的对象则无此限制。问题的关键是，symbol 一词多义，在译为
汉语时，何时翻译为 “象征”，何时翻译为 “符号”?
( 二) 索绪尔与皮尔斯体系中的符号范畴比较

皮尔斯的理论和索绪尔的理论是现代传播符号学的两个源头。把握了他们对
symbol的使用，也就解决了问题的关键。《自然》一文认为，索绪尔的 “symbol”是
“有自然联系的”，因而用 “象征”; 而皮尔斯所说的 “symbol”没有自然联系，是
基于习俗与惯例之上的 “符号”，与索绪尔的说法是相反的、矛盾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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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symbol是一个多义词。西方符号学家用 symbol 表示一般符号的情况非
常普遍，也包括皮尔斯和索绪尔。以索绪尔为例，他讨论 “选择视觉符号来代替听
觉符号” ( visual symbols instead of acoustical symbols) 用的是 “symbol”。［11］此外，他
还分别用 “graphic symbols”表示 “图像符号”、［12］用 “written symbols”表示 “书写
符号”、［13］用 “symbols of isolated sounds”表示 “声音符号系统”。［14］上述使用情况都
指 “符号”而非 “象征”。 “symbol”这一用法在西语中泛指一般符号，与 “sign”
同义。可见，武断地说索绪尔用 sign 来表示 “符号”，而用 symbol 来指代 “象征”，
这个判断至少不完整。
我们继续看索绪尔用 “symbol”特指 “象征”时的用法，英文译本如下:
The word symbol is sometimes used to designate the linguistic sign，or more exactly

that part of the linguistic sign which we are calling the signal. This use of the word symbol is
awkward，for reasons connected with our first principle. For it is characteristic of symbols
that they are never entirely arbitrary. They are not empty configurations and show at least a
vestige of natural connexion between the signal and its signification. For instance，our
symbol of justice，the scales could hardly be replaced by a chariot. ［15］

由上，尽管索绪尔不同意用 “symbol”来描述 “语言符号” ( language sign) ，但
却并未断然拒绝 “象征”作为一种符号的可能性。众所周知，索绪尔的研究范围是
“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表音体系”。［16］他非常清楚自己研究对象的局限，在对 “整
体符号学”的展望中谈到，语言只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中的一种，这个系统还可
以包括 “symbolic rite”等其他形式的符号。……将来应当有一种基于总体研究的符
号学，它应当被称为 semiology。［17］

索绪尔没有实现他关于 “整体的符号学”的理论构想，很大程度是受限于研究
对象。而皮尔斯一开始就以符号全域为工作对象，他的符号学范畴正是索绪尔未能
完成的 “整体符号学”。皮尔斯对 “symbol”的使用也有两种情况: 一是泛指一般符
号，与 sign意思相同。如，他对逻辑符号学进行界定时说: “逻辑学可以被看作是一
门有关符号之普遍规律的科学”。［18］他还举例说，“符号 ( symbols) 的传达、联想以
及分配等诸多规约性原则使 ( 代数式) 成为一种像似符”。［19］第二种用法，是特指符
号分类中的 “规约符号” ( conventional sign) 。在摘选本 《皮尔斯: 论符号》［20］中，
“symbol”一词共出现 263 次，其中特指 “规约符号”的情况超过 200 次。皮尔斯主
要讨论符号逻辑，而较少直接谈论文化问题，对 “象征”的使用并不多见。
索绪尔和皮尔斯的著作多为手稿、讲义、笔记，且前后版本有变动，术语辨析

难度大。准确理解 “symbol”的用法必须通观其理论体系，而非单纯以某一处的用
法来以偏概全。《自然》一文注意到了两人在术语使用上的差异，但以此将 “象征”
视为完全 “自然联系”的符号，就出现了较大的理解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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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象征”作为特殊的复合符号

接下来，我们着重讨论象征的 “自然联系”问题。在 “符号”与 “象征”区别
的判定标准上，《自然》一文说，“索绪尔认为，习俗与惯例弱的是 symbol，习俗与
惯例强的是 sign”，该文因此将 “有否自然联系”作为区分 “象征”与 “符号”的
标尺。［21］

( 一) 理据问题

“自然联系”又称 “理据性”“透明性”，是自古希腊就开始讨论的西方哲学公
案。柏拉图对话录 《克拉提鲁斯篇》 ( Cratylus) 中设计了一个苏格拉底、克拉提鲁
斯、赫莫根涅斯三人的对话场景。克拉提鲁斯认为词语或命名与自然有联系，这种
观点后来被概括为克拉提鲁斯论 ( Cratylism) ; 而赫莫根涅斯则认为词语、名称只是
约定或者使用者的习惯，与自然并没有联系。这种论点被后人归纳为 “赫莫根涅斯
论” ( Hermogenism) 。
这段哲学公案是索绪尔所说的 “任意性”的源头。但索绪尔也并未说 “象征”

是纯然的 “自然联系”，他只是从程度上来判断，“象征”包含一些 “自然联系”的
成分而已。此外，尽管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以规约性为基础，但他仍然对理据性的符
号有所讨论。他认识到，“语言存在着绝对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只有一部分符号是
绝对任意的; 别的符号……却有程度的差别”。［22］他说，将来符号学建立时，可能需
要追问 “完全自然”的符号是否也属于符号学范畴。［23］可见，索绪尔没有完全拒斥
理据性符号，他不过是受制于结构主义理论范式，而没有将理据性符号作为主要研
究对象而已。
皮尔斯持有普遍理据观。他的符号理论涉及的理据性不仅包括索绪尔注意到的

像似符 ( 如拟声词等) ，还包括基于邻接、接近等关系形成的 “指示符” ( index) 。
皮尔斯指出: “指示符指向对象是因为切实地受到对象影响。”［24］此外，“……指示符
甚至包含一些特殊的像似符，但两者的不同在于，指示符可以看作是从对象中撕裂
开来的一个碎片。”［25］根据他的逻辑，指示符与像似符均为有自然联系的理据性符
号。两者的区别是: 指示符侧重于指向对象，而像似符侧重于再现对象。从与对象
的联系来看，指示符侧重于时空相邻、逻辑推理、局部与整体的接近联想，而像似
符依赖于性状、结构等的像似关系。
( 二) 从理据到规约

像似符、指示符与对象的理据性是在符号表意发生的初始瞬间产生的，可称之
为 “生成理据”或 “初度理据”。但还有另一种理据性形成于符号使用中，因社会
文化、习规逐渐累积而成，故被称之为 “使用理据”或 “语用理据” ( 赵毅衡从一
般符号的角度，称之为 “符用理据”［26］) 。
索绪尔之后的语言学者发现，语用理据的范围非常之宽。模态逻辑语义学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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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克里普克指出，语言和词汇因使用而造成意义积累，其最终结果是，当一个名称

在表意时，并不是该名称的含义本身起 ( 构筑意义的) 决定性作用，而是这个名称
的起源和使用历史 “构成了历史的因果传递链条……而当这个名称一环一环传递下
去的时候，确定该名称的指称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不同的说话者
给它以相同的指称对象”。［27］这意味着，无论何种初始类型的符号，都在社会文化中
生成使用理据。使用理据与索绪尔 “任意性”都是社会文化相关的概念。在符号的
“可变性与不变性”一章中，索绪尔提出任意性是一种社会文化中的 “契约”而非
个人的 “随意”。他说: “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
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 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
一起。”［28］

由上，在初始生成阶段具有任意性的符号，在使用中与其他符号一样，变得不
再任意，而理据性符号的自然联系在使用中也不再重要———两类符号在社会传播中
均被 “文化化”了。正如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在成为书写语言体系之后，其象形的
初度理据性变得不必追溯了，其使用理据成为表意中的主导要素。
回到核心论题——— “象征”的属性是否如 《自然》一文所言，其作为任意性

“对立面”居于 “理据”的一端?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接下来，我们再作一点讨论
使之更加确凿。
( 三) 作为复合符号的 “象征”
索绪尔着重研究任意性的语言符号，而皮尔斯讨论符号全域。并非他们对符号

基础概念理解完全相反，而是他们对理想符号形式构想有所差异。索绪尔说，“完全
任意的符号比其他符号更能实现符号方式的理想”; ［29］而皮尔斯则认为完美的符号应
是像似符 ( icon) 、指示符 ( index) 、规约符 ( symbol) 三种形式 “尽可能均匀的混
合符号” ( The most perfect of signs are those in which the iconic， indexical，and
symbolic characters are blended as equally as possible) 。［30］

实际上，索绪尔讨论 “象征”时，已经注意到了它的复合性。他认为，象征不
是 “全然地任意”，其 “残留有自然联系的痕迹”。［31］皮尔斯更明确地对符号混合特
性作了理论界定。在皮尔斯看来，任何符号都或多或少地有某种理据性，也或多或
少具有规约性，三种符号类型需要 “混合”并因此成为更完美的符号。李斯卡指出:
“在皮尔斯的体系中，支配性规则表明，一个符号哪怕它主要是像似性的，它也可以
包含规约成分或者象征成分。”［32］反过来，皮尔斯也认为: “规约符 ( symbol) 并不
总是规约性的，它还可以是自然禀性，或者说后天习得之习惯所造成的结果。”［33］

由此，象征符号既包含索绪尔所说的 “一点自然联系”，还必须包含文化、规约
属性。索绪尔举例说，“天平”象征法律的公正不可能完全是任意的。我们可以反过
来追问，单纯靠天平的 “自然特征”是否能够生成 “公平与正义”这一抽象象征意
向?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在不同文化中，象征的载体是全然不同的。例如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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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古代法律文化中，传说中能够辨善恶忠奸的神兽獬豸被视为公平正义的象征。［34］

獬豸是传说的文化积累结果，并无与 “平等”的自然联系。可见，“天平”的指示
性理据与 “公平”的接近性联想要成为象征，还需要社会传播和意义累积。
赵毅衡指出，象征不是一种独立的修辞格而是 “二度修辞格”，是比喻理据性上

升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它的基础可以是任何一种比喻 ( 明喻、隐喻、提喻、转喻、
潜喻) 。象征与被象征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取其像似性，也可以取其邻接性。［35］因
此，单靠初度理据的像似、邻接等自然联系，只能构成 “初度修辞”而不能立即构
成象征。比如: 以棉花喻白云、以橘子比太阳、以乌云指示下雨，这几组关系的自
然联系非常明显，却并不是象征———它缺乏象征必须具备的精神属性和意义累积的
社会传播过程。相反，玫瑰与爱情、鸽子或橄榄与和平之间自然联系少得可怜，却
在文化中构建起了关联，在社会化传播中成为 “象征”。
综上，单纯的 “自然联系”或 “任意约定”均无法构成象征。因此，不能简单

将象征与像似符、指示符或规约符作为同级概念进行对比。可以说，象征包含一定
理据，同时是一种高度规约化的复合性符号。相比较一般理据符号，它必然具有规
约特性; 相比一般规约符号，象征还需要在社会传播中进行 “二度修辞”和 “反复
规约”———它是意义累积的复合符号。

三、“symbol”的翻译标准

《自然》一文归纳出对 “symbol”的三种互相矛盾的翻译标准: 第一种，是作者
根据索绪尔理论提出的 “能指和所指是否有自然联系”; 第二种，是该文作者归纳赵
毅衡提出的 “象征的对象具有比较抽象的品质”; 第三种，是转自伽达默尔所说的
“纯符号……能消融自身”。作者在归纳上述三种标准后，以 “白鸽与和平”举例并
作出如下判断:

依赵毅衡先生之见，和平是个抽象的概念，因而白鸽是和平的象征; 依笔者之

见，白鸽应该是和平的符号，因为鸽子与和平之间实在没有太多的自然联系可言，

不过是习俗与惯例使然罢了; 而依伽达默尔之见，白鸽则是和平的象征，因为白鸽

这个东西是不能完全消溶自身的，它有它自身的在场。［36］

第一种标准 “是否有自然联系”的逻辑错误，是以偏概全。索绪尔说象征有
“残余的一点儿自然的联系”，不意味着象征就是 “自然联系”。索绪尔提到，有自
然联系的符号还包括拟声词、哑剧表演符号、表情符号、礼仪符号。这些符号并不
必然是象征。将 “自然联系”与 “象征”画等号，导致 《自然》一文得出 “鸽子与
和平之间不是象征”这样的结论，离索绪尔的原意相去甚远。
第二种标准对赵毅衡的归纳亦有断章取义之失。赵毅衡说得很明白: “形成象征

的关键
獉獉
是重复使用所造成的变化与意义累积

獉獉獉獉
。”［37］《自然》一文抓住特征之一而忽略

核心关键。该文认为，赵毅衡举例的 “戏票、支票”是一种 “规约符号”这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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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通顺”。实际上，赵的这个案例源出皮尔斯，原文说: “symbol 是一种规约符
号 ( conventional sign) ……戏票被称为 ‘symbol’，任何可以赋予人权力去接受某物
的票据或者支票都是规约符 ‘symbol’。”［38］赵毅衡进一步阐释说，“戏票”作为 “入
场”的凭证、信物，是买票和卖票双方通过一次约定即可形成的 “任意”符号。根
据赵的意思，“票”要成为象征，就必须超越单纯的看戏、购物这些基本约定功能，
而进行 “二度修辞”。
《自然》归纳的第三种标准则错置了伽达默尔的成对概念，其引用文献的两组相
关概念分析如下:

第一组概念，是伽达默尔讨论的 “纯符号”和具有像似性的 “图式表达符
号”。［39］在皮尔斯的术语中，“纯符号” ( genuine sign) 就是指规约符 ( symbol) ，［40］

两人的纯符号都指非理据性符号———与像似或图像符号相对。《自然》一文将这一对
概念中的 “像似符号”置换为 “象征”，曲解了原文。
此外，《自然》一文还误读了 “符号消溶自身”的意思。伽达默尔认为，由于

语词等 “纯符号”无法构成对象的摹本，因而在完成表意之后，其自身的使命也就
完成了——— “自我消溶”。朗格曾提到: “词仅仅是一个符号，在领会对方的意思
时，我们的兴趣会超出这个词本身，而指向它的概念。词本身仅仅是一个工具，它
的意义存在于它自身以外的地方。一旦我们把握了它的内涵，或识别出属于它的外
延的东西，我们便不再需要这个词了。”［41］这类所指优势符号中表意过程，可以形容
为 “得鱼忘筌”———随着符号表意的推进和实现，符号使命就终结、消融了。这个
意思在 《自然》一文中被误读为符号的实在性 ( 如作者举例鸽子无法消融自身，而
文字终归要消融) 。这一误读，将符号的理解退化到了索绪尔所批判的命名主义
( nominalism) 逻辑上。索绪尔明确指出 “符号连接的不是物理事实和名称”，而是
一种 “一体两面的心理事实”。［42］伽达默尔之所以说，图像符号不能自我消溶，是因
为这类符号与对象 “相似”而具有的自我呈现品质，并且不因为完成表意而 “自我
消溶”。
《自然》一文涉及伽达默尔的另一组概念是 “象征”与 “譬喻”。在伽达默尔看
来，“解释活动的譬喻方式与认识活动的象征具有相同的必然性基础，……但是，在
象征的概念里却显现了一种譬喻的修辞学运用完全不具有的形而上学背景。……就
像譬喻的表述方式通向一个 ‘更高的’意义一样”。［43］伽达默尔这个 “更高的意
义”: 一是指抽象的精神性，伽达默尔称之为 “可见事物与不可见事物之间某种形而
上学的关系为前提”。［44］这里对譬喻的超越以及形而上的特性，与赵毅衡所说 “抽象
精神”是一致的。伽达默尔称: “象征作为无止境的东西是与绝对地处于精确意义关
系中并仅限于此种意义的譬喻事物相对立的。”［45］这里的精确意义关系可以理解为，
符号与对象之间的自然联系。象征与譬喻原初具有共同基础，但升华为象征后，其
作为 “无止境的东西”与最初的 “譬喻”或 “自然联系”是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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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自然联系”的标准在伽达默尔的逻辑中也是行不通的。象征的 “无止
境”恰恰是赵毅衡所说的意义累积和 “二度修辞”。两位学者表述各异，却内在契
合、互为印证。《自然》归纳的 “符号自我消溶”标准，有悖伽达默尔原意。

四、结语: 术语演变与传播符号学范式的转进

“符号”与 “象征”的误读与确切关系可归纳如下:
从一般语义关系上看，“符号”与 “象征”是交叉关系。符号是名词，而象征

既可以指一种特殊的复合符号，也可以指一种符号修辞手段; 从现代符号学概念范
畴上看，象征是社会意义累积的 “复合符号”。《自然》的误读关键点在于作者以单
一的 “自然联系” ( 理据性) 为标准来检视皮尔斯以及整个符号学概念系统。《自
然》的误读并非个案，其背后所反映的问题，是传播学界固守索绪尔理论而对现代
符号学体系的认知不足。
费斯克在 《传播学研究导论: 符号与过程》中将传播学的研究分为两大流派:

注重过程的 “效果的流派”与注重意义交换的 “符号学派”。［46］这种思路将符号学方
法在传播学中的作用提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也对传播符号学理论范式提出了
极高的要求。对当代传播学来说，皮尔斯符号系统理论之所以更优越，不仅由于它
的普遍符号论超越了语言符号范畴的局限，更重要的是，他的三分法使符号不再闭
锁在能指 /所指二元构造中，而自觉地向无限衍义开放。
早期传播学发展受到结构主义学派的影响甚大。除了索绪尔本人，还包括 20 世

纪 30 年代的布拉格学派，以及 20 世纪 60 年代以巴尔特为代表的法国学派。法国传
播学家米耶热将 “结构主义方法及其在语言学的应用”列为传播学的三大奠基性思
潮之一。［47］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传播学对符号学方法的引入都着力于结构主义
语言学范式，主要围绕能指 /所指、聚合 /组合等二元对立概念展开。当前，这种范
式的固守急需改变。正如赵毅衡指出的: “坚持索绪尔 －巴尔特模式已经严重影响到
中国符号学的发展。”［48］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方符号学界出现了从索绪尔模式向皮尔斯范式转进
的趋势。有西方学者直接指出，索绪尔对于现代符号学的贡献已经式微。［49］与之相
反的是，皮尔斯体系在新一轮国际符号学运动中显示出更深远的影响力。例如，以
洛特曼为代表的早期莫斯科塔尔图学派曾属于结构主义阵营。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
始，塔尔图学派的研究发生了朝向皮尔斯体系 “过程化和动力性”特征的 “基础转
向”; ［50］再如，在图像传播领域，米切尔指出: “图像转向，……是一种对图像的一
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重新发现……”［51］笔者曾就此撰文指出，此处的 “后符
号学命题”实际上是 “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或 “后语言符号学”命题。图像作为理
据性符号，是皮尔斯符号学体系的天然工作场域。［52］21 世纪以来，认知传播符号学
异军突起，被认为是有望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53］郭鸿指出，皮尔斯符号学体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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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通过思维感知角度来理解符号表意，其本身就是 “认知论”的模式。［54］

“符号”与 “传播”是人类表意活动中不可分割的整体。符号是传播的要素，
传播是符号实现的必然过程; 没有传播过程，符号的意义无从实现，没有符号编织

与阐释，传播也将成为意义的荒漠。自 20 世纪初诞生以来，符号学与传播学在百年
学科发展进路中的理论互鉴从未间断。当前它们正在新的语境下融合为一门更加融
合的 “传播符号学”。如果说，20 世纪的传播符号学，是以索绪尔及其开创的结构
主义语言符号为主要奠基性思潮; 进入新世纪后，皮尔斯理论将对整个传播符号学

基础理论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本文受到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专项项目 “认知传播符号学前沿

研究” (项目编号: SKQX201731) 资助。
作者: 四川大学符号学 －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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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ost-truth”and the Future of Politics

·Hu Yong

The Oxford Dictionaries selected “post-truth” as Word of the Year 2016 － an adjective defined as
‘relating to or denoting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less influential in shaping public
opinion than appeals to emotion and personal belief’．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e coming of the post-
truth age，such as the evol”tion of technology and media，the uncertainty of economy and society，and the
rise of postmodernism and relativism，but among them，the collapse of the facts is the most prominent．
This brings about a series of consequences: the end of truth and objectivity，the prevalence of conspiracy
theory，the crisis of the political debate and even democracy． To this end，we need to rebuild a fact-based
politics on the power of“reflection and choice”and to abandon the vicious circle of“accident and
force”．

14 On Symbol: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Motivation and Arbitrary in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Hu Yirong

The polysemous semiotic term“symbol”，as it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has raised a lot of debat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in academic circle． It also reflects that many Chinese scholars' inadequate grasp of the
modern semiotic theory paradigm．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pret the key differences between Saussure and
Peirce by taking the term symbol as an entry point and tracing its relationship with motivation． In a sense，
Peirce's semiotic system is just the theory of general signs that Saussure once imagined but not realized． It
is also a theory that deals with general signs instead of some special type． Thus it is more applicable to
contemporary sign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25 Academic Circulation: Narrative， Local Knowledge， and Subjectivity Reflections on an
Academic Debate

·Zhu Lili

After reviewing the unfolding process of an academic debate and the different arguments emerging from it，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context of why and how narrative research enters into the
communication science，and discusses how the two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within the discipline，
interpretivism and positivism，accept the narrative research differently． It also tries to address the
legitimacy and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narrative research in the whole universe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rrative research emphasizes narrative as the core of human experience，and
somehow exceeds the frame of traditio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ethnography，thus requiring academic


